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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工作已取得显著成绩，但其是否真正发挥作用仍待探

究和科学评估。文章基于民营上市企业党组织活动的数据，以内部收入差距为切入点，探讨了党组

织活动对民营企业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的增强将显著缩小高管与职工的

薪酬差距，缓解内部收入不平等，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当民营

企业党组织对管理层权力的制衡度更大，以及管理层对党组织更加重视、政治敏感度更强时，党组

织影响力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发现，党组织影响力主要提高了普通职工的薪

酬，而非降低了高管的薪酬，从而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对于响应扶贫等政策的企业，党组织影响力

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明显，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的党组织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也

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对于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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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组

织进入民营企业，是我国一种普遍的政治经济现象。毫无疑问，党组织是我国公司治理框架中的

独特环节，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梁建等，2010）。同时，我国经济

快速腾飞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但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我国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缩

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目标。理论上，民营企业党组织

有助于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的公平性与稳定性。党组织具有纪律性和维护各方利益的

职责，将对民营企业大股东和高管的行为产生潜在影响，可能增强对大股东和高管的纪律约束，

制衡高管权力，提升其思想高度，进而有利于缩小企业的薪酬差距，缓解内部收入不平等。但民

营企业党组织的建立也可能只是为了满足法律和相关规定而流于形式化，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

的治理作用。因此，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是否只是流于形式还是发挥了治理作用？党组织活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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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助于缓解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如何提高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程度？这些成为亟待

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其对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可能

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收入分配的微观体现，企业薪

酬结构设计也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系统考察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对内部收

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增强能够显著缩小内部收入差距，

而且与同行业或同地区的公司相比也明显较小。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排除替代性

解释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当民营企业党组织对管理层权力的制衡

度更大，以及管理层对党组织更加重视、政治敏感度更强时，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缩小内部收

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发现，党组织影响力主要提高了普通职工的薪酬，而非降低了高

管的薪酬，从而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对于响应扶贫等政策的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缩小内部收入

差距的作用更加明显，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的党组织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更加明显。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系统探讨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对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丰富和拓展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考察了“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的影响

（马连福等，2013；程博等，2017；李明辉和程海艳，2020；李明辉等，2020；佟岩等，2021），而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在党组织定位、权力结构安排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国有企业的研究结论不一定

适用于民营企业。最近有学者探讨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社会捐赠（陈贵梧和胡辉华，2018；

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绿色环保投资（王舒扬等，2019）、盈余管理（郑登津等，2020a）、财务违规

（郑登津等，2020b）以及融资约束（尹智超等，2021）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关注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

问题。第二，本文重点讨论了民营企业党组织治理的重要性，丰富了政党与公司治理的研究文

献。民营企业党组织是否真正发挥治理作用尚无定论（Jiang 和 Kim，2020）。本文以公司内部收

入差距为切入点，探讨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治理效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党组织在中国特

色公司治理框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本文研究表明，民

营企业党组织有助于缩小内部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有力

的实证论据，也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探讨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或薪酬差距）的影

响 因 素 。 锦 标 赛 理 论 认 为 ， 薪 酬 激 励 有 利 于 减 少 代 理 人 的 偷 懒 、 搭 便 车 等 机 会 主 义 行 为

（Jensen 和 Meckling，1976；Lazear 和 Rosen，1981），而一定的薪酬差距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激发

高管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提升公司绩效和价值（刘春和孙亮，2010；黎文靖

和胡玉明，2012）。行为理论则认为，人在很多时候不仅关注自己的收入状况，而且更在意相对于

他人收入的公平性，薪酬差距会给员工带来不公平感，挫伤员工的积极性和凝聚力，从而降低企

业绩效和价值；而较小的薪酬差距有利于增强合作和凝聚力，抑制管理层操纵，从而提高企业绩

效（Henderson 和 Fredrickson，2001；夏宁和董艳，2014）。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从股权性

质、股权结构、管理层权力、监事会权力、董事会结构和政府管制等角度研究了我国薪酬差距的

影响因素（林浚清等，2003；卢锐，2007；叶林祥等，2011；方芳和李实，201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党的执政理念逐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十六大之

后的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作为中国公司治理框架中独特的一环（梁建等，2010；王舒扬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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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将和雷岭，2020），党组织与民营企业“双向嵌入”之后，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可能产生重要

影响。

党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维护职工权益，协调各方利益。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对非公有制

企业党组织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功能和作用上做出明确规定：“党组织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

织，支持和带动群众组织发挥作用，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把关心和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不

断增强党组织在职工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积极反映群众诉求，畅通和拓宽表达渠道，依法维护

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注重效率，也要重视公平。近

年来，民营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

社会公平是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林泽炎，2004）。因此，维护职工权益、提高薪酬公

平性，成为民营企业党组织的重要使命，这也是党组织影响民营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内在基础。

薪酬差距依赖于社会、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收入差距（林浚清等，2003）。党的领导始终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影响着我国的收入分配。那么，什么样的党组织才能真正发挥维护职工权益

和提高薪酬公平性的作用？无疑，在民营企业中，党组织的影响力越大，内部收入差距越小。在国

有企业中，由于能够直接参与企业决策，党组织显著影响薪酬契约安排。例如，Chang 和 Wong

（2004）发现，党委会在国有企业中的参与程度越大，越可能在公司绩效差时降低高管的工资和奖

金。马连福等（2013）发现，党委会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不仅降低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绝对薪

酬，还抑制了管理层的超额薪酬，从而缩小了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在民营企业中，

虽然党组织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收入分配，但是一旦建立起基层党组织，其经济行为就会嵌入

党组织的非经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党组织是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嵌入到民营企业中，这不

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法律中。龙小宁和杨

进（2014）基于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党组织的建立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职工工资

以外的福利。

内部收入差距是一个民营企业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性和稳定性。在

国有企业中，党和政府能够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影响企业的薪酬安排，降低高管薪酬，缩小内部

收入差距。例如，2009 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

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国有企业的高管发出“限薪令”，直接调节管理者与普通职

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而在民营企业中，“限薪令”等政策无法直接影响高管薪酬，且企业所有者

和高管往往存在亲密的关系，高管往往由企业所有者或其亲属构成，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

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民营企业中，高管在薪酬政策的制定上享有极大的权力（Bebchuk 等，2002）。

卢锐（2007）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与职工的薪酬差距越大，但企业绩效并未得到提升。黎

文靖和胡玉明（2012）也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和职工的薪酬差距正相关，而且薪酬差距并没有

激励高管，薪酬差距反映的是管理层权力。王雄元等（2014）进一步发现，职工力量、监事会权力

和股权结构均无法有效制约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因此，民营企业高管的权力越

大，其对企业资源和薪酬安排越有决定权（张军和王祺，2004），普通职工在薪酬契约中越可能处

于弱势地位，导致高管与职工的薪酬差距越大。而随着影响力的增强，党组织能更好地践行使

命，加强对企业工会等组织的领导，积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提升职工对薪酬契约安排的参与

度和谈判力，制衡企业高管的权力，从而缩小内部收入差距。

郑登津、肖土盛、段懿宸：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内部收入差距

•  65  •



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其实被嵌入到党组织网络中，党组织的非经济行为也被嵌入到民营

企业的经济行为中。Lin（2001）研究指出，党组织网络的嵌入能够强化民营企业的社会认同，而这

正是民营企业一直所缺乏和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因此企业有动力通过践行党组织的宗旨和使命

来获得社会认同。万攀兵（2020）指出，基层党组织的嵌入能够促使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这种社会认同的本质是组织文化的融合（郭劲

光，2006）。Zukin 和 DiMaggio（1990）在分析文化嵌入性时指出，社会文化是促成经济目标实现的

共有信念和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本质所在。DiMaggio 和 Powell（1983）指出，文化嵌入有利于

集体认知的传播，影响人们对集体的认知，改变人们的行为选择。党组织的嵌入有助于缓解党组

织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冲突，促进两者在政治目标上的趋同，从而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在维护职工

权益、提高薪酬公平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的

增强，内部收入差距显著缩小。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考察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对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GAPi,t = α0+α1PartyE f f i,t +
∑

Controls+
∑

Industry+
∑

Year+εi,t （1）

核心解释变量 PartyEff 表示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本文采用以下两个指标来衡量：（1）民

营企业党组织的影响程度（Party），等于党组织活动次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党组织活动次数越

多，表示党组织影响力越大。（2）民营企业党组织是否获得上级党委表彰（Award），如果受到上级

表彰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党组织受到上级党委表彰，意味着党组织影响力较大。

被解释变量 GAP 表示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本文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刻画：（1）公司高管与职工

薪酬差距（PayGap），等于公司高管前三名平均薪酬与普通职工平均薪酬的比值。其中，普通职工

平均薪酬=（薪酬总额−董事、监事及高管年薪总额）/（职工总人数−董事、监事及高管人数），薪酬

总额=当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年末应付职工薪酬−年初应付职工薪酬。（2）经

行业调整的高管与职工薪酬差距（PayGap_Ind），等于公司高管与职工薪酬差距减去所在行业平

均高管与职工薪酬差距。（3）经地区调整的高管与职工薪酬差距（PayGap_City），等于公司高管与

职工薪酬差距减去所在城市平均高管与职工薪酬差距。

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公司基本特征变量，如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

产收益率（ROA）、成长性（Growth）、固定资产比例（PPE）、员工数量（LnEmp）和上市年龄（ListAge），

以及公司治理变量，如管理层权力（Power）、独立董事比例（IndDir）、高管持股比例（MgtOwn）、第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和股权制衡度（Z-Index）。①参照以往的研究，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

响薪酬差距的变量，如是否国企私有化改制（Reform）、政治关联（Political）和所在地市场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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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司规模（Size）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等于总负债除以总资产，总资产收益率（ROA）等于净利润除以总资产，成长

性（Growth）等于营业收入增长率，固定资产比例（PPE）等于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员工数量（LnEmp）等于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上市年龄

（ListAge）等于上市年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对于管理层权力（Power），参考卢锐等（2008）以及权小锋等（2010），选取以下五个指标进行主成

分分析，合成管理层权力的综合指标：（1）公司 CEO 是否兼任，不兼任董事取值为 1，兼任董事取值为 2，兼任董事长取值为 3；（2）CEO 任职年

限；（3）董事会规模；（4）内部董事比例；（5）CFO 是否为董事。独立董事比例（IndDir）等于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总人数，高管持股比例

（MgtOwn）等于高管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等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股权制衡度（Z-Index）等于第二

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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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t-Index）。①通常而言，对于国企私有化改制而来、具有政治关联或者所在地市场化水平较低

的民营企业，高管与职工薪酬差距可能较小。此外，由于党组织活动数据来自公司主页的新闻信

息，本文还控制了每年公司发布的新闻总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NewsNum）。最后，本文控制了行

业（Industry）与年度（Year）固定效应。本文预期模型（1）中的系数 α1 显著为负。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19 年我国 A 股民营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在剔除金融行业、ST 公司以

及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 8 472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本文的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主

要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减轻极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同时在回归分析中对标准误进行公司层面聚类（Cluster）调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结果。PayGap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6.839 和 5.301，标准差为 5.867，

表明公司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较大，且在不同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PayGap_Ind 和

PayGap_City 的标准差分别为 6.109 和 5.275，表明同一行业或同一城市不同企业间的高管与职工

薪酬差距也存在较大差异。Party 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456 和 0.786，表明不同企业间党组织

影响力差异较大。Award 的均值为 0.103，说明约 10% 的民营企业党组织获得上级党委表彰。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PayGap 8 472 6.839 5.867 3.268 5.301 8.530

PayGap_Ind 8 472 −0.708 6.109 −3.969 −1.820 1.262

PayGap_City 8 472 −0.371 5.275 −3.115 −0.886 1.118

Party 8 472 0.456 0.786 0.000 0.000 0.693

Award 8 472 0.103 0.304 0.000 0.000 0.000

Size 8 472 21.380 1.050 20.680 21.310 22.020

Lev 8 472 0.433 0.313 0.234 0.403 0.571

ROA 8 472 0.038 0.073 0.014 0.039 0.068

Growth 8 472 0.230 0.629 −0.030 0.129 0.315

PPE 8 472 0.213 0.149 0.098 0.189 0.301

LnEmp 8 472 7.162 1.252 6.468 7.194 7.953

ListAge 8 472 1.842 0.747 1.386 1.792 2.485

Power 8 472 −0.012 0.836 −0.490 0.021 0.502

IndDir 8 472 0.372 0.054 0.333 0.333 0.429

MgtOwn 8 472 0.086 0.153 0.000 0.002 0.100

Top1 8 472 0.323 0.140 0.218 0.299 0.412

Z-Index 8 472 0.765 0.603 0.300 0.621 1.068

Reform 8 472 0.246 0.431 0.000 0.000 0.000

Political 8 472 0.049 0.215 0.000 0.000 0.000

Mkt-Index 8 472 9.358 1.960 7.660 9.550 11.040

NewsNum 8 472 1.817 1.690 0.000 1.946 3.258

郑登津、肖土盛、段懿宸：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内部收入差距

① 若公司由国企改制而来，则 Reform 取值为 1，否则为 0；若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政治关联，则 Political 取值为 1，否则为 0；市场化水平

Mkt-Index 等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王小鲁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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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说的基准回归检

验结果。列（1）采用党组织活动次数（Party）来

衡 量 企 业 党 组 织 影 响 力 ， P a r t y 的 系 数 为

−0.592，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列（2）采用

是否获得上级党委表彰（Award）来衡量企业

党 组 织 影 响 力 ， Award 的 系 数 为 −0.415，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从经济意义上看，以

列（1）结果为例，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动每增加

一个标准差，公司高管与职工的薪酬差距将

缩小约 6.8%（=0.592×0.786/6.839）。上述结果

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的增强将显著

缩小高管与职工的薪酬差距，从而支持了本

文研究假说。

考虑到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的公司内部

收入差距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表 3 报告了

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相对内部收入差距

的检验结果。列（1）和列（2）采用经行业调整

的 高 管 与 职 工 的 薪 酬 差 距 （ PayGap_Ind） ，

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列（3）和列（4）采用经地区调整的高

管与职工的薪酬差距（PayGap_City），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也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上述结果表明，无论相对于同行业还是

同地区公司，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的增强

均显著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这进一步支持

了本文研究假说。

（三）稳健性检验

第一，上文研究结论可能面临内生性问

题的挑战。一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动的

开展情况可能内生于企业特征。例如，内部

收入差距小的企业可能更有利于党建活动的

开展。另一方面，遗漏变量等问题也可能导

致内生性。为了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影

响，本文分别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

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DID）方法进行分析。

1. PSM 方法。为了控制有党组织活动和

无党组织活动的民营企业之间的系统性差别，本文采用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按

照 1∶1 最近邻匹配方法来选择配对样本。结果显示，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

间的偏差下降，两组样本在所有特征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表明了匹配的合理性。表 4 中 Panel A

表 2    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内部收入差距

PayGap

（1） （2）

Party −0.592***

（−6.87）

Award −0.415**

（−2.39）

Size 0.381*** 0.155*

（3.91） （1.68）

Lev 3.908*** 4.627***

（3.39） （4.05）

ROA 0.880*** 1.060***

（2.83） （3.54）

Growth −0.053 −0.035

（−0.46） （−0.30）

PPE −1.954*** −2.620***

（−3.48） （−4.79）

LnEmp 2.335*** 2.402***

（25.92） （26.70）

ListAge −0.060 −0.122

（−0.50） （−1.09）

Power 0.557*** 0.508***

（6.47） （5.97）

IndDir 2.172** 2.340**

（2.14） （2.32）

MgtOwn −0.495 −0.444

（−1.49） （−1.35）

Top1 −0.083 −0.069

（−0.14） （−0.11）

Z-Index 0.374*** 0.371***

（2.82） （2.79）

Reform 0.318* 0.397**

（1.78） （2.22）

Political −0.063 0.177

（−0.24） （0.67）

Mkt-Index 0.207 0.191***

（0.32） （5.65）

NewsNum −0.138*** −0.270***

（−3.45） （−7.28）

Constant −19.794*** −15.968***

（−2.86） （−8.90）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Adj. R2 0.29 0.26
　　注：括号内为经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

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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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了 PSM 检验结果。其中，列（1）、列（3）和列（5）采用 Party 来衡量企业党组织影响力，Party 的

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的增强将显著缩小内部收入差

距。列（2）、列（4）和列（6）采用 Award 来衡量企业党组织影响力，Award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上述

结果表明，采用 PSM 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仍成立。

2. 工具变量法。为了缓解潜在的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设立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Base）作为工具变量，当企业所在城市在 t 年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时赋

值为 1，否则为 0。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旨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更好地发挥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更加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

量、培育民族精神。理论上，当城市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党组织越方便开展多样的活动，党组

织影响力可能越大，但一个城市是否有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般不直接影响公司的内部收入

差距。表 4 中 Panel B 报告了采用 2SLS 估计的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列（1）和列（2）为第一阶段

回归结果，工具变量 Base 与党组织影响力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F 值

均大于 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过度识别 Hansen J 检验显示

工具变量通过了外生性检验（即工具变量与残差不相关），这共同印证了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

合理有效的。列（3）至列（8）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无论采用何种指标来衡量党组织影响力和公

司内部收入差距，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①上述结果表明，采用

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3. 双重差分（DID）方法。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愈加重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2 年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即发挥好党组织在非公有制

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政治引领作用，这进一步强化了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地位。因

此，本文将党的十八大召开及《意见》的发布作为事件点，利用 2012 年前后各两年的观测样本，借

鉴 Ahern 和 Dittmar（2012）的研究，采用 DID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增强因果关系识别。首先，

设置时间虚拟变量 Post，若为 2013 年或 2014 年则取值为 1，若为 2010 年或 2011 年则取值为 0；

然后，在 2012 年《意见》出台前，企业党组织影响力指标的数值越大，该企业越可能受到《意见》

出台的影响，本文将这类企业视为更可能受该事件影响的样本。具体地，本文构建以下两个变

量：（1）Party_2011，等于 2011 年企业的党组织活动次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2）Award_2011，若企

表 3    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相对内部收入差距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Party −0.381*** −0.372***

（−4.10） （−4.46）

Award −0.302** −0.299**

（−2.44） （−2.25）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Adj. R2 0.27 0.23 0.22 0.21

郑登津、肖土盛、段懿宸：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内部收入差距

① 需要指出的是，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回归中 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与基准回归相比均有较大程度的变大。根据 Jiang（2017）的研究，

此处估计系数变大可能是由“局部平均处理效应”所致，即工具变量法可能仅捕捉了样本中一部分个体的平均处理效应，而非全部个体的平均

处理效应。因此，本文提醒读者谨慎解读工具变量法下 Party 和 Award 估计系数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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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 2011 年受到上级党组织表彰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这两个指标数值越大，企业越可能受到

《意见》出台的影响。接下来，本文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GAPi,t = β0+β1Posti,t ×PartyE f f_2011i,t +
∑

Controls+
∑

Firm+
∑

Year+εi,t （2）

其中，PartyEff_2011 表示 2011 年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影响力，分别用 Party_2011 和 Award_2011 来

衡量，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1）相同。由于控制公司与年度固定效应，本文重点关注交互项

Post×PartyEff_2011 的系数 β1，交互项系数衡量了《意见》出台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检验

结果如表 4 中 Panel C 所示，Post×Party_2011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Post×Award_2011 的系数除了

列（6）外，其他均至少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上述结果表明，2012 年《意见》出台后，党组织

影响力强的民营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更加明显，这与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一致。

表 4    内生性问题检验

Panel A：PSM方法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5） （6）

Party −0.599*** −0.387*** −0.354***

（−6.78） （−4.07） （−4.14）

Award −0.613** −0.375** −0.269*

（−2.47） （−1.98） （−1.76）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 102 1 752 5 102 1 752 5 102 1 752

Adj. R2 0.29 0.31 0.27 0.26 0.23 0.25
Panel B：工具变量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Party Award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5） （6） （7） （8）

Base 0.080*** 0.019***

（5.22） （2.78）

Party −3.302*** −2.727** −2.877**

（−2.65） （−2.09） （−2.34）

Award −10.228*** −11.429*** −3.844**

（−4.76） （−5.26） （−1.9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Adj. R2 0.28 0.11 0.28 0.26 0.27 0.23 0.22 0.21
Panel C：双重差分方法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5） （6）

Post×Party_2011 −0.665*** −0.510*** −0.271*

（−3.78） （−2.91） （−1.66）

Post×Award_2011 −0.989** −0.740* −0.242
（−2.41） （−1.83） （−0.6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863 3 863 3 863 3 863 3 863 3 863

Adj. R2 0.74 0.76 0.72 0.74 0.70 0.72

  2022 年第 12 期

•  70  •



第二，排除国企改制的影响。考虑到部分民营企业是国企转制而来，这类企业本身就具有党

组织建设的基础，原本流淌的红色基因也可能使企业先天地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从而

本文结果可能受国企改制的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国企改制变量（Reform），为了进一

步排除其潜在影响，本文剔除了国企改制而来的观测样本。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不受国企改制的影响。

第三，改变党组织影响力的度量。参考马连福等（2013）的研究，本文使用董事会和党委成员

的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来度量党组织影响力，Party_Dual 等于董事会中党委委员的人数除以董

事会总人数。结果显示，Party_Dual 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党组织影响力的增

强将显著缩小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支持了本文研究结论。

第四，改变研究模型。为了进一步缓解遗漏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层面因素的不利影响，本文

改用控制公司与年度固定效应的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检验，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结果显示，

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 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仍显著为负，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未发

生实质性变化。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上文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的增强将显著缩小内部收入差距。本文将从党组织

对管理层的权力制衡以及管理层对党组织的重视程度和政治敏感度等视角，进一步探讨党组织

影响力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1. 党组织对管理层权力的制衡视角。民营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往往存在亲密的关系，且董

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十分普遍，管理者在薪酬政策的制定上享有极大的权力（Bebchuk
等，2002）。卢锐（2007）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与职工的薪酬差距越大。王雄元等（2014）也

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和职工薪酬差距正相关，且职工力量、监事会权力和股权结构均无法有

效制约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民营企业管理层的权力越大，其对企业资源和薪酬

安排越有决定权（张军和王祺，2004），普通职工在薪酬契约中越可能处于弱势地位，导致高管与

职工的薪酬差距越大。而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能更好地领导企业工会等组织，积极维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增强职工对薪酬契约安排的参与度和谈判力，从而有利于制衡企业管理层的权力，

缩小内部收入差距。表 5 结果显示，Power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公司内部收入

差距越大，这与卢锐（2007）以及王雄元等（2014）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交互项 Party×Power 和

Party×Award 的系数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党组织影响力的增强有利于制衡公司管

理层的权力，缩小内部收入差距。

表 5    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收入差距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5） （6）

Party −0.593*** −0.382*** −0.372***

（−7.20） （−4.39） （−4.80）

Party×Power −0.188*** −0.176*** −0.174***

（−2.94） （−2.77） （−2.84）

Award −0.515*** −0.305 −0.230

（−2.70） （−1.50） （−1.30）

郑登津、肖土盛、段懿宸：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内部收入差距

•  71  •



2. 管理层对党组织的重视程度视角。理论上，管理层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意味着更加重视

党建工作（卢锐，2007），这更有利于发挥党组织缩小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本文使用公

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参加党组织活动（Participant）来刻画管理层对党组织的重视程度，若参加

活动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表 6 结果显示，①无论采用何种指标来衡量公司内部收入差距，交互

项 Party×Participant 和 Award×Participant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当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参加

党组织活动、对党组织的重视程度更高时，党组织影响力缩小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明

显。上述结果表明，管理层对党组织的重视程度越高，党组织的影响力越大，越有利于发挥其缩

小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表 6    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管理层对党组织重视程度与内部收入差距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5） （6）

Party −0.450*** −0.252** −0.194*

（−4.25） （−2.26） （−1.95）

Party×Participant −0.429** −0.388* −0.532***

（−2.15） （−1.84） （−2.84）

Award −0.031 −0.127 −0.225

（−0.15） （−0.57） （−1.16）

Award×Participant −1.061*** −0.835*** −0.881***

（−6.27） （−4.63） （−5.5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Adj. R2 0.29 0.26 0.27 0.23 0.22 0.21
 
 

3. 政治敏感度视角。当企业管理者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度，或者处于政治敏感期时，各级党

组织可能更有动机缩小收入差距（聂辉华和王梦琦，2014）。本文从两个维度来刻画政治敏感度：

（1）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具有政治关联（Political），若具有政治关联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2）是否

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换届期间（NPC），若属于党代会换届年（即 2007 年、

2012 年或 2017 年），则 NPC 取值为 1，否则为 0。我国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党代会期间是高度政治

 

续表 5    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收入差距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5） （6）

Award×Power −0.094** −0.083** −0.072**

（−2.01） （−2.29） （−2.29）

Power 0.586*** 0.509*** 0.572*** 0.431*** 0.508*** 0.483***

（6.90） （6.31） （6.37） （5.02） （6.35） （6.43）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Adj. R2 0.29 0.26 0.27 0.23 0.2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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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变量 Participant 取值为 1 只会出现在有党组织活动的样本中，当模型中包含它与党组织影响力变量的交互项时，Participant 会被吸收

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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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期，也是各级政府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时期（聂辉华和王梦琦，2014）。表 7 中 Panel A 采用

Political 来衡量政治敏感度，交互项 Party×Political 和 Award×Political 的系数均至少在 5% 的水

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党组织影响力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政治敏感度高的民营企业中更加

明显。Panel B 采用 NPC 来衡量政治敏感度，交互项 Party×NPC 的系数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Award×NPC 的系数除了列（6）外，在 10% 的水平上也显著为负，表明党组织影响力缩小公

司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政治敏感期更加明显。
  

表 7    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政治敏感度与内部收入差距

Panel A：采用政治关联衡量政治敏感度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5） （6）

Party −0.580*** −0.377*** −0.361***

（−6.95） （−4.28） （−4.60）

Party×Political −0.342*** −0.121** −0.289***

（−2.95） （−2.32） （−2.85）

Award −0.491** −0.312 −0.203

（−2.52） （−1.50） （−1.12）

Award×Political −0.444** −0.389** −0.491***

（−2.54） （−2.22） （−2.64）

Political −0.077 −0.226 −0.056 −0.196 −0.155 −0.255

（−0.26） （−0.82） （−0.18） （−0.67） （−0.55） （−1.00）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Adj. R2 0.29 0.26 0.27 0.23 0.22 0.21

Panel B：采用党代会衡量政治敏感度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4） （5） （6）

Party −0.633*** −0.460*** −0.363***

（−7.00） （−4.82） （−4.27）

Party×NPC −0.385** −0.360** −0.238**

（−2.08） （−1.99） （−2.24）

Award −0.701*** −0.504** −0.295*

（−3.27） （−2.21） （−1.78）

Award×NPC −0.781* −0.870* −0.294

（−1.81） （−1.90） （−0.73）

NPC −0.262 −0.077 −0.054 −0.048 −0.527 −0.040

（−0.25） （−0.50） （−0.05） （−0.29） （−0.52） （−0.2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Adj. R2 0.29 0.26 0.27 0.23 0.22 0.21
 
 

表 5 至表 7 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对管理层权力的制衡度越高、管理层对党组织越

重视、政治敏感度越高，越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影响力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无疑，这些

郑登津、肖土盛、段懿宸：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与内部收入差距

•  73  •



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民营企业党组织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潜在机制和作用

条件。

（二）异质性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的增强显著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接下来，本文进行

异质性分析以期更加全面地剖析其中的影响机理。

首先，本文进一步探究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普通职工薪酬提高还是高管薪酬

降低所致。为此，本文将分别检验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对普通职工薪酬和高管薪酬的影响。

将 公 司 普 通 职 工 平 均 薪 酬 取 自 然 对 数 记 为 EmployeePay， 将 高 管 平 均 薪 酬 取 自 然 对 数 记 为

ExecutivePay，然后用 EmployeePay 和 ExecutivePay 替换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

结果如表 8 所示。列（1）和列（2）以 EmployeePay 为被解释变量，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均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和列（4）以 ExecutivePay 为被解释变量，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为正但不显

著。上述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主要通过提高普通职工平均薪酬，而非降低高管平

均薪酬，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这有助于广大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表 8    区分高管和普通职工薪酬

EmployeePay ExecutivePay

（1） （2） （3） （4）

Party 0.035*** 0.007

（3.58） （0.99）

Award 0.098*** 0.026

（4.87） （1.4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8 472 8 472

Adj. R2 0.46 0.46 0.50 0.50
 
 

其次，本文探讨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动开展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还是响应党

中央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相关政策。具体地，本文以是否参与扶贫（以公

司发布的扶贫公告为认定标准）来反映是否响应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以政府补助金额是否大

于行业中位数来衡量是否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基于此进行分组检验。表 9 结果显示，①不论政

府补助多少，党组织影响力与内部薪酬差距均显著负相关，且系数差异检验不显著（p 值均大于

0.2）；而对于参与扶贫的企业，Party 和 Award 的系数显著大于未参与扶贫的企业（系数差异检验

的 p 值均小于 0.0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党组织建立及活动开展有利于激发企业学习和响应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相关政策精神，缩小内部薪酬差距，而并非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

表 9    动机检验

PayGap

（1） （2） （3） （4） （5） （6） （7） （8）

补助较多 补助较少 补助较多 补助较少 参与扶贫 未参与扶贫 参与扶贫 未参与扶贫

Party −0.501*** −0.648*** −1.196*** −0.577***

（−4.06） （−5.61） （−3.48） （−6.50）

  2022 年第 12 期

① 当被解释变量为 PayGap_Ind 和 PayGap_City 时，检验结果一致，受篇幅限制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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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进一步区分党组织获得表彰级别的影响差异。根据上文逻辑，我们预期当表彰级

别较高时，党组织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加明显。具体地，本文定义以下变量：（1）Award_

shengbu，如果当年企业党组织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的党委表彰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2）Award_

other，如果当年企业党组织获得省部级以下的党委表彰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将上述两个变量

同时加入到模型中进行回归检验。如表 10 所示，Award_shengbu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 Award_other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党委表彰的党组织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更加明显，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逻辑。
  

表 10    区分上级表彰的级别

PayGap PayGap_Ind PayGap_City

（1） （2） （3）

Award_shengbu −0.565*** −0.448** −0.315*

（−3.54） （−2.16） （−1.68）

Award_other −0.478 −0.196 −0.166

（−1.57） （−0.61） （−0.60）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472 8 472 8 472

Adj. R2 0.26 0.23 0.21
 
 

六、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组织在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学术界对党组织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以内部收入差距为切入

点，利用 2007−2019 年我国 A 股民营上市企业样本，系统探讨了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对内

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越大，内部收入差距越小，且

与同行业或同地区的公司相比也明显较小。这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显著缓解了内部收入

不平等，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对管理层的

制衡度越大、管理层对党组织越重视、政治敏感度更高，党组织影响力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

越明显。进一步发现，党组织影响力主要提高了普通职工的薪酬，而非降低了高管的薪酬，从而

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对于响应扶贫等政策的企业，党组织影响力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更

加明显，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的党组织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更加显著。

 

续表 9    动机检验

PayGap

（1） （2） （3） （4） （5） （6） （7） （8）

补助较多 补助较少 补助较多 补助较少 参与扶贫 未参与扶贫 参与扶贫 未参与扶贫

Award −0.399*** −0.516*** −1.016** −0.457**

（−2.86） （−3.44） （−2.04） （−2.35）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与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227 4 245 4 227 4 245 1 310 7 162 1 310 7 162

Adj. R2 0.36 0.24 0.33 0.21 0.29 0.31 0.24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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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既注重效率，也兼顾公平。当前，社会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缩小收入差距是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能够较好

地缓解内部收入不均衡，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研究表明，党组织在我国公司治理架构中发

挥了独特作用，党组织进入企业后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协调了各方的利益关系，从而促

进了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第二，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本

文发现，当民营企业党组织影响力较大、质量较高，受到省部级及以上党委表彰时，其缩小内部收

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明显。第三，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企业管理者对党建工

作的高度重视及其政治敏感性的增强，尤其是当企业一把手积极参与党建活动时，更有利于发

挥党组织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于加强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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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on Income Gap
within Private Firms

Zheng Dengjin1，2,  Xiao Tusheng1，2,  Duan Yiche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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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ina’s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not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private firms, but whether it plays a governance role remains to be explored. On the one hand,
according to the 2017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sued by the Organization Depart-
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s of December 31, 2017, 18.77 million (73.1%) private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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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 and high promotion expectation of executives. Fifth, the receipt of internal governance inquiry letters
will lead to a decrease in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CAR).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confirms that the Party organization gov-
ernance can regulate the management behavior of SOEs, and provides useful evidence for the correct under-
standing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Second, it confirms that
the Party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is a supplement to the incomplete mechanism of market law,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company information, but also monitor hidden agency costs. Third, it not
only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re-discussion system, but also verifies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use of executive promotion incentives.

Key words:  SOE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supervision inquiry； inter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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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established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rat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has reached 99%. Party
organizations embedded in firms are a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ther han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but the income dis-
tribution gap has been widened. Narrowing income gap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re important goal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in the future and the cornerstone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f Party organ-
izations in private firms play a governance role,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the income gap within private firms
will become narrow, which helps to improve social fairness and stabil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on the governance of private fi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income gap.
It is found that the greater 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smaller the income gap within private firm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income gap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private firms have greater constraints on the management
power, and the managemen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is more politically sensitive. In ad-
dition, the reduction of income gap within private firms is mainly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ordinary employ-
ees’ salary, rather than the reduction of the management’s salary. 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on in-
come gap is also pronounced for firms taking part in aid-poor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for Party organiza-
tions in private firms with provincial level honors.

This paper makes several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private firms. Prior literature mainly studi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state-owned
firms, whi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come gap within private firms. Second, it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ve import-
ant policy implica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private firms,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justi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Party organizations； private firms；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om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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